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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发展】

风险社会背景下农村突发性事件的
风险叙事 : 暗喻、隐患与应对

———以禽流 感事件为例

郑红娥，武晋，李小云 *

( 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100083 )

摘 要: 禽流感事件为更好地反思现有风险管理体系，更有效防范与应对乡村社会爆发的突发性事

件提供了一个典型的范例。禽流感疫情的一再变异，且可能导致人际感染的预测性，挑战了现有风

险管理体制的预设前提，修订了流行病框架中风险可视化的基本命题。在疫情的现代建构中，疫情

同贫困、落后的东方文化相联系，具有浓郁的中国暗喻色彩，提供了反思西方话语霸权下，单纯自上

而下国家知识“灌输式”式发展的典型案例。现有风险管理的实践，忽视了预测性风险的日常准备和

日常反思，无力应对禽流感周期性的恶性爆发。根源在于，漠视乡土知识，单纯自上而下的“灌输式”

式发展导致现有疫情生物规训权力的设置遭到乡村知识的抵制以及碎片化风险管理现状。因此，应

从“预测性”风险的应对战略的高度出发，通过自上而下国家知识生产和自下而上的地方知识生产

的相互作用来重建疫情风险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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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转型期的乡村社会由于存在诸多制度漏洞或缺陷成为各种风险的聚

集地带，村民在社会风险面前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学者们主要从村落“单位化”( 在村民内部采

取“单位化”治理策略，实施“类单位制”的福利政策) ［1－3］、乡村社会“空心化”( 乡村人口的外流

导致乡村人口的缺失和乡村经济日益衰退，甚至乡村文明的逐步终结) ［4－5］和乡村的个体化( 个

人从阶层隶属、社区归属、宗族认同之中抽离出来，从与原有从属群体相关的宗教信仰、约定俗

成、道德规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个体的重要性相对于群体得到更多尊重与关照) ［6－7］等探讨了

9



乡村社会面临的种种社会风险，如乡村人口的缺失、乡村伦理道德的解体、乡村组织衰败和村庄

公共性的失落等。同样，也有学者从疫情风险管理体系、医疗保险制度和食品安全等角度探讨

了村民面临的疫病、疾病等公共卫生风险［8－9］以及众多学者研究了乡村社会爆发的各种自然灾

害和事故灾害［10－11］。
乡村社会面临的诸多风险通常以突发性事件爆发。根据 2006 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家突发

公共事件预案体系》，乡村社会频发的突发性事件主要分为四类: 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

事件、社会安全事件［12］。学者们对乡村社会爆发突发性事件的概念、类型、性质、影响、原因和

对策等做了较多研究［13－15］。为了应对各种突发性事件，国家早在二十世纪初建立了“一 案 三

制”应急性管理体系，即由应急预案、应急体制、应急机制和应急法制构成的应急管理体系。然

而，事实证明，“一案三制”应急性管理体系存在不少问题及挑战，如由政府统一管控，社会参与

不足; 风险预案先行难与滞后法制衔接，风险形势催生各项预案超前发展，却缺乏立法基础，导

致很多应急预案难以有效应用，应急预案体系结构混乱，功能发挥受到限制［16－18］。如何完善现

有的风险管理体系，以便更有效应对乡村社会爆发的各种突发性事件，促进乡村社会的发展与

稳定，本文以禽流感的事件为例，对此展开详尽论述。
现代流行病疫情一再变异的风险事实，让基于应对常规性风险 的 管 理 体 制 捉 襟 见 肘。在

Ｒandall 看来，不管是在风险科学、风险沟通和风险管理中，还是在政治生命和政治评论中，存在

这样一个不言自明的假设: 对最极端事件的处理往往成为决策者获得政策制定机器的一个特别

好的试验场［19］。从 1997 年香港发现全球首宗人类感染死亡的病例系 H5N1 禽流感病毒以来，

尽管我国大陆已经建立起一套大致完整的风险管理体系，但依然未能阻止 2013 年出现的最新

疫情即 N7H9 禽流感病毒传染事件，且变异性的疫情风险更加凶险。“流感病毒的跨物种传播

类似‘沙漏效应’———如果以沙漏中间的连接瓶颈为界，病毒在两种不同物种间传染能力的转

移，一开始就如沙子逐粒漏下一般，几乎难以察觉。但是一旦沙子漏完，成功变异和转移传染则

是瞬间之事。”［20］因此，面对如此快速演变的疫情风险事实，以往常规性风险管理体制究竟该

做何应对?

禽流感疫情的一再变异质疑了流行疫病可视化的现代建构方式。Aaltola 和 Tomes 认为危

险可视化的建构，其本质是将疾病与前现代、肮脏和不卫生的外国领土相关联，隐藏的疾病通过

基于或强化疾病得以出现和传播的旧有的概念而变为可视化［21－22］。目前，在流行病的疾病研

究上，主要存在三种理论框架: 第一，瘟疫框架。首先，瘟疫主要体现两大人口特征，即高致死率

和高破坏性。其次，历史上存在大量有关瘟疫的叙事，最普遍的叙事是一种天启观。从宗教视

角出发，流行瘟疫被视为区分被救赎的和下地狱的以实现洗罪，死亡则被谴责为社区罪恶和不道

德。最后，要求通过献祭、排除污染和洗罪等方式实现对常态的回归。这些行动通常对痛苦实行

高度可视化的形式，如对巫女的焚烧，到对少数群体的屠杀，再到现代对大规模的动物实施扑杀。
第二，战争框架。战争或军事暗喻往往表明，随着疾病的传播跨越已有边界，必须像防守外

域军事敌人入侵那样随时准备和防范疾病的侵入。军事暗喻盛行在这种本体论、“好战”的情

境中: 由于遭到了流行病的袭击，医学专家将发动一场战争; 国际社会需要适时进入战备状态;

周密的计划将被采用去对付这种威胁，并设计有效的防御; 消毒军队将对疫点地区实施严密控

制。因此，在政治术语中，这意味着疾病被地域化、国家化、种族化和性别化［21］151－169。
第三，弑杀框架。与战争框架不同的是，弑杀框架少了一些军国主义色彩，强调消灭社区内

的“杀手”，维护社区安全，而不是对外部敌人宣战。在这种安全化的话语中，牺牲者被命名为

病人，流行病被想象为对人生命 的 伤 害，国 家 需 动 用 大 规 模 的 资 源 去 监 管“杀 手”，消 灭 其“施

暴”的可能，从而避免惊吓与恐慌。如果说军事框架强调空间的地域性，杀手框架则重视时间的

紧迫性。在这种情境下，时间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日渐凸显，需要对时间做出限制，治愈或解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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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须尽快出台，事件须加速处理。总之，这种情境伦理开始支持快速、激烈和高度可视化的行

动，认为其必要并将之合法化［23］。
在上述种种可视化的建构中，流行病通常在西方话语体系下，与特定落后、贫困地区以及特

定弱势群体联系起来，并赋予后者污名化，认为需要采取隔离、战争和弑杀等手段将流行病予以

消灭，杜绝后患。并通过将疾病诉之于国民的敌人，以唤起全民抗击疾病的政治愿景。然而，这

种政治愿景通常建立在与污名化的特定地区或特定群体作战，以“敌人”的肉体消灭创造安全

“镜像”的基础上。作为现时代普遍采用的框架，弑杀框架少了军国主义色彩，但是必须诉之于

时间的紧迫性和事件的紧急处理。
禽流感的预测性风险质疑了风险可视和可控化的现代建构，使得弑杀框架失灵［24］①。由于

无法准确预测何时、何地禽流感会一再变异，并最终导致人际间的传染，这使得东西方或发达与

落后地区等边界的设定丧失了意义，无论富国与穷国，富人与穷人都无一例外地面对着风险，一

荣俱荣，一损俱损。就以往禽流感的防控而言，国家机器往往面临这样一种两难困境: 由于弑杀

框架的采用通常会导致经济重创和大众恐慌，未明确确认为禽流感疫情时，国家不会轻易采用，

然而从疫情发现到层层检测再到国家实验室的“准确确认”时，“计算机式的屠杀”通常导致一

定程度的延误，即等到国家确定扑杀对策之时，疫情已经蔓延。总之，弑杀框架的采用建立在疫

情的准确确认和事件的紧急处理之间的妥协和平衡上。因此，建立禽流感预测性风险的应对战

略势在必行。

二、中国禽流感问题的独特性

在西方学者看来，中国社会现代和传统的“混杂性”，使中国成为禽流感有力的“细菌培养

器”，“考虑到中国传统的农耕和广东省当前的农业生产体系以及香港食物的来源，一种新的禽

流感病毒的出现不可避免”［25］。于是，在对中国现代与前现代混杂文化的指责中，禽流感被政

治暗喻化，每次疫情的爆发都是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同疾病作战就是对敌人的宣战。这不仅

涉及到对感染疾病者的污名，也关涉到不能及时扑灭疫情的无能政府的质疑。“任何有关疫情

的行动都或明确或含蓄地将带菌者同一定的地点，或同一定种族、国家或文化的特定群体相联

系。”［21］因此，禽流感在一定程度上被地区化，如禽流感主要集中在亚洲国家; 被国家化和族群

和种族化如禽流感成为以小型家庭养殖户为主的国家的疾病，特别是中国南方这种前现代庭院

养殖方式特有的疾病。
确实，就养殖方式而言，中国作为养殖业大国，现代化养殖模式正在形成。自 20 世纪 80 年

代以来，中国家禽业发展迅速，特别是 1998 年以来，中国家禽存栏量更以每年 3% ～ 8% 的速度

增长。2009 年，我 国 禽 蛋 的 占 有 量 为 41 ． 39% ，全 世 界 排 名 第 一，肉 鸡 的 产 能 占 世 界 比 重 为

14 ． 38% ，全世界排名第二［26］。从区域分布上看，蛋鸡、肉鸡主要集中在东北、华北和华南地区，

水禽主要分布在南方地区。从养殖业发展水平看，既有经济发达地区的现代化养殖方式，也有

中部地区以专业养殖为主的养殖模式，更有贫困地区家庭散养的养殖模式。总体上说，小规模

大群体产业模式仍占重要地位，现代化养殖模式正在兴起［26］。这表现在养殖生产实践上，前现

代和现代性技术并行存在。在中国的大部分乡村，包括养殖业发达的南方，村民起居与家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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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畜同在一个庭院，贫困村民甚至同家禽生活在一个屋檐下，这就不难理解，尽管禽流感病毒以

家禽为宿主，但却快速地传染给人。“考虑到中国古老的农业实践和广东省的耕作体系，新流感

病毒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即便不一定是特别的种类……中国是流感的主要孳生地，中国的南

方则是流感的中心”［21］。
因而，禽流感疫情的防控对于中国而言，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疫情的处理不仅关乎中国

如何摆脱国际化污名，也关乎国家的发展和广大小规模养殖者的生计与发展问题。中国是家禽

生产大国，家禽业生产在畜牧业发展和国际家禽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发展农业经济和增加农

民收入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据世界粮农组织( FAO) 的统计，2004 年中国家禽的数量约占

世界 1 /3，家禽( 鸡、鸭、鹅) 存栏数量 103 亿只，居世界首位，禽肉产量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

二，禽肉成为中国畜产品出口创汇的主要产品。同样在 2004 年中，我国家禽业固定资产投资超

过 2000 亿元，禽业总产值近 2800 亿元，占畜牧业产值近 23% ，从业人员 2000 万人，近 8000
万人受益［27］。因此，禽流感的爆发不仅导致国民经济的重创，而且严重影响到广大从业人员的

就业和生活，特别使农村贫困人口的生计受到威胁。
在禽流感的整个风险叙事中，小规模养殖户既是现代性经济发展体系中的弱势群体，也是

各种疫情风 险 的 聚 集 处 和 实 际 受 害 者。据 中 国 动 物 疫 病 预 防 控 制 中 心 的 调 查 数 据 表 明，在

2004 到 2009 年期间，全国 43 个省份爆发过禽流感，疫点数高达 102 个，绝大部分疫情都发生

在小规模养禽场和散养户中，所感染的家禽种类包括鸡、鸭以及其他候鸟。因此，风险管理和经

济发展的两难在小规模养殖户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提倡现代化、规模化养殖方式，淘汰小规模养

殖方式固然有利于疫情风险的防控，但考虑到小规模养殖方式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关系到乡村

广大农户的生计和乡村社会的稳定，淘汰出局至少不是短期的目标。
更重要的是，中国禽流感问题提供了反思在西方话语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下，广大发展中国

家如何立足于传统，寻求一条不同于单纯亦步亦趋西方式的另类发展道路。正如后殖民主义者

所批判的，在后殖民主义时代，东方文明或文化成为落后、愚昧、穷困的代名词，西方文明或文化

当之无愧地成为现代、进步与富裕的化身。禽流感疫情便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抛弃原有传统，

实施“灌输式”发展所导致的从传统交替到现代发展中内在的文化冲突和结构性矛盾的反映，

提供了深思在西方话语主导的后殖民化时代下，摒弃单一西方式发展路径的典型案例。因而，

我们必须连根拔起，对疫情产生的社会文化土壤进行深刻的批判，否则预测性风险管理机制的

建立无疑成为无源之木。

三、“混杂性”疫情规训设置

针对中国禽流感问题的独特性，风险管理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势在必行。自 2006 年以来，国

家实现了从扑杀到防疫战略的转变。防疫重点包括重新设置了从国家机器到乡村整个规训制

度，国家给养殖户免费发放禽流感疫苗，由村防疫员监管小规模养殖户的免疫程序，并且地方防

疫部门在春秋两季对小规模养殖户和散养户进行重点防疫。整个规训制度的重建凸显了福柯

论述的生物权力的双重性: 在宏观层面重建整个防疫体系，以便及时诊断一个地区或全国的禽

流感流行、爆发趋势并由此做出防治对策; 与此同时，在微观层面教育与矫正养殖户，改造他们

养殖的认识、态度与行为，以避免疫情的爆发与感染［28］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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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福柯认为，从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非惩罚的权力形式，即生物权力。生物权力通过两种形式发

展起来，一种以身体为中心，对其进行规训，提高其能力，并使人驯服，最终生产出既有用又驯服的身体。另一种生物权力 形

式以人口—生命为中心，关注生命及作为生命过程的身体，如生育、出生、死亡、寿命、人口质量等等，是对人口的积极调节、干

预与管理。围绕对身体的规训与对人口的调节，生物权力进入到国家机器中，建立起规训社会。



( 一) 禽流感疫情规训体系的重建

防疫规训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初至改革开放前，国

家机器全面进入乡村社会，建立起整个防范动物疫情风险的现代化设置; 第二阶段，自改革开放

以来，国家开始逐步退出乡村社会，试图让乡村社会承担起现代化设置的建设与维护重任; 第三

阶段，自禽流感爆发以来，特别是自 2006 年以来，国家再次进入乡村社会，着手重建整个防范动

物疫情风险的现代化设置。由于频发的禽流感事件主要是发生在后两个阶段，因此本文分析多

指 2006 年以后的情况。
在 2006 年以前，国家退出乡村社会，不再提供防范动物疫情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在国

家退出的过程中，乡村社会自身开始承担起现代化设置的建设重任。当时，整个乡村的疫情防

控被纳入到乡镇畜牧兽医站管理体系中，虽然大部分乡镇畜牧兽医站名义上是国家基层技术推

广站，但性质上是自收自支，兽医们通过为养殖户提供家禽或家畜临床诊断获取微薄的收入。
“乡镇机构改革后，许多乡镇畜牧兽医站受到削弱，不少地方的基层动物防疫机构到了‘线断、
网乱、人散’的地步。许多乡镇政府根本不重视兽医防疫工作，兽医人员的工资没有纳入财政预

算，兽医站自收自支，兽医人员的工资待遇较低，而且不能及时发放，致使许多兽医被迫改行。
有的将兽医站承包给个人经营，有的甚至干脆取消乡镇兽医站。有的乡镇兽医站连办公用房都

没有，其人员常年靠‘游( 借) 居’开展工作; 有的乡镇畜牧兽医站房屋瓦漏、墙倒、窗破，目前，全

国大部分基层兽医站缺乏检测设备，没有化验仪器，对动物疫病的诊断只是凭眼观和经验，处于

一把剪刀、两只眼睛的状态”［29］。
自 2006 年以来，国家逐步整合兽医行政、动物防疫、检疫监督等各类机构及其 执 法 职 能。

国家重新将乡镇动物疾病监督站纳入到行政编制中，建立和完善了有关村防疫员招聘、培训、考

核及购买其服务等一系列正式制度。除此之外，国家通过建立和完善流行病学监测实验室、兽

医诊断中心实验室和禽流感参考实验室，充实和完善兽医行政管理、动物防疫、检疫监督等各类

机构的专业人员等一系列举措来充实和加强疫情诊断和防控等国家机器设置。这充分说明生

物权力运作的合法性首先来自医学知识的生产，这也决定生物权力必定以医学权威和卫生机构

所把持的话语为基础。因此，生物权力不仅仅是一个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且是知识权力的

政治表现。如果没有以医学为依托的知识建构，现代国家的生物权力只能是一个空壳［30］。
一系列规训制度的重建使得中国的风险治理开始与人禽共犯疾病的诊疗知识相结合。这

不仅需要对每个养禽户的身体进行权力监督，而且需要对家禽进行临床凝视式诊断，即将家禽

置于持续的临床观察之下，每一项关于家禽的报告都被记录和纳入到医学化体系中。凝视是一

种重要的诊断、记录和追踪疾病的方式，福柯对其做过详尽的研究。福柯认为，首先需要对每一

种疾病进行临床“凝视”，获取具体的感知; 其次，考虑到气候和地理因素，需要对受害者的“身

体”进行“全景敞视”，以便持续、全面、量化地观察和记录。于是，借助多种控制手段如隔离、扑

杀和防护面具等，无形的疾病被最终加以防控，“接受医学介入、教导和监督的社会，将因此而彻

底摆脱疾病”［31］。尽管福柯论述的流行病以人为宿主，但对禽流感疫情的风险防治有借鉴意

义，疫情防控需要监控家禽养殖、候鸟迁徙和人口流动等各项统计指标等。
因此，乡村社会成为临床知识的场所，各个环节成为权力审视和监督的对象。乡镇动物疫

情监督部门在遵循流行病学知识的逻辑下，春秋两季定期做重点临床巡视，对村防疫员抽取的

血液标本进行检测; 肩负临床知识监督和诊断重任的村防疫员，定期对村里的小规模养殖户的

免疫程序和免疫效果进行检查和记录。
( 二) 规训主体的“形塑”
就整个国家机器的知识—权力的设置而言，基层( 村) 防疫员作为权力的末梢，担负着整个

乡村临床疫情诊断和免疫实施监督的重任。不仅如此，村防疫员也是防疫规训的主体，因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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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必须掌握防疫技术和知识，以便能对养殖户的养殖实践和防疫流程进行规训和管理。这也是

乡镇动物疫情监督所定期考核他们的防疫技术和知识的原因。就常规工作而言，基层( 村) 防

疫员定期对小规模养殖户发放疫苗，检查其防疫情况，且每年春秋两季对散养户实施免疫，即给

散养鸡注射禽流感疫苗。然而由于工作繁重，待遇低，他们缺乏工作热忱，加之，防疫知识和水

平有限，这使得作为疫情监督权力主体和防疫规训主体的村防疫员，恰恰成为整个监督防疫权

力体系最薄弱的环节。
调查数据显示，村防疫员大多年龄偏大，且以初中学历居多，少数具有的中专学历也多是参

加县畜牧局举办的培训班获得。由于防疫任务繁重，而工资待遇堪忧( 一年六千元的报酬) ，他

们绝大部分不安心工作。据辽宁省黑山县动物防疫部门的工作人员反映，村防疫员防疫知识缺

乏，如疫苗要求零下 15 度保存，他们却将疫苗放在屋内，不冷存。更严重的是，村防疫员多无心

工作，如某所里 28 个防疫员中真正干活的却只有 2 ～ 3 人，罚款也不奏效。就工作量而言，一年

15 次报表，开 15 次会，拿 6000 元都无法使村防疫员产生工作积极性。有的村防疫员 70 多岁，

无所事事纯属滥竽充数。每年的任期考核也多是走形式，考核内容实际为考量防疫员的责任

心，考核分数不具有实际意义，如只要所长给 20 分，所员给 20 分便可以通过。村防疫员的资格

水平考试也形同虚设，名义上三年要求一考，但是如果村防疫员实在通不过，所长也会凭借关系

让其通过。如此一来，这种知识水平和职业操守的村防疫员，难以胜任疫情临床诊断和监督的

重任。
调查中发现，养殖户作为防疫规训主体，其现代防疫知识的掌握和自觉防疫伦理主体意识

的塑成任道重远。福柯对规训主体的分析来源于现代自我的“经验—先验的双重身份”①: 个体

既确认自己是客体，同时通过塑造自身，或以伦理化的方式使自己成为主体［32］。
就客体角色的扮演而言，养殖者应该成为“防疫的客体”，即通过对防疫知识和技术的掌握，

在日常的防疫实践中不断反思和置疑自身。就主体角色来说，养殖者不仅养成干净、卫生的生

活方式和防疫习惯，并以问题化的方式，不断反思和置疑自身的思想和行为，因为“科学和道德

行为的结合构成了治理术的基础。”［32］调查表明，大部分小规模养殖者，既未掌握现代防疫知识

和技术，更谈不上结合自己的防疫实践对现代防疫知识和技术进行反思与置疑。尽管防疫体系

的规训使他们养成了一定的防疫习惯，但是他们远未成为伦理的主体，防疫惯习的形成最终都

是服务于盈利的目标。
作为中国养殖业的主体，小规模养殖户依旧在前现代和现代“混杂”的养殖条件下从事半现

代、半集约化养殖: 就人工养殖环境而言，密集的鸡群集中在院落潮湿而阴暗的鸡舍中，不但通

风和取暖设备不佳，无法做到严格消毒，而且蚊虫和老鼠出没; 绝大多数养殖者依靠积累的经验

从事养殖和防疫，不具备现代养殖和防疫知识。他们在从事以盈利为导向的商业化生产的过程

中，当面对进雏、防疫、环境营造、营养配置和防治疾病等一系列需要具备一定专业知识的养殖

活动时，往往疲于应付。“当家禽被用于在一定的条件下追求最大可能的利润，以及必须采用和

调整一切可以影响结果的条件下，不管是住房、喂食都是复杂的问题。”［33］因此，在市场化的运

行逻辑中，民间的兽医往往成为乡间隐性的疫情知识权威和权力实施者。他们在为小规模养殖

户提供家禽疾病诊断与咨询等商业服务的同时，往往向后者推销他们的免疫程序以及相关的

疫苗。
然而，作为乡间实际疫情知识的权威，这些乡间的兽医难以为养殖户提供真正有效的防疫

知识。自 2006 年以来，国家强化了动物诊疗人员的从业资格管理，对动物诊疗人员全面实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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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福柯关于现代自我的“经验—先验的双重身份”指涉的是笛卡尔的主体: 既是人类理解的客体，同时也是人类沉思的

主体。在 18 世纪初，笛卡尔的主体观开始流行，并盛行于随后的两个世纪。



《动物诊疗许可证》管理制度，动物诊疗人员凭证行医，实行防治分开，从业兽医必须通过严格

考试才能取得《兽医诊疗许可证》。然而，调查表明，绝大部分乡村兽医并没有获得《兽医诊疗

许可证》，他们多高中毕业，通过参加短期培训，获得诊疗经验。整个黑山县胡家镇 20 多家兽医

店，只有刘某一家有兽医诊疗证，其他照样正常营业、出诊。兽医多通过为养殖户的家禽看病和

提供药品，获得养殖户的信任，从而成为养殖户的“医学顾问”，为养殖户提供从制定免疫程序

到治病等一系列服务。
调查表明，在免疫程序的制定上，几乎一家一样。养殖户要么根据鸡雏场制定的免疫程序

进行免疫，要么根据镇兽医店提供的免疫程序进行免疫，加之不同养殖户进鸡雏时间不一，这使

得养殖户实际操作的免疫程序五花八门，无法统一、有效地进行免疫。就同样的新城疫疫苗和

高致病禽流感疫苗而言，有的推迟，有的提前，没有在适当的时间注射疫苗，加之剂量的不够等

都会影响疫苗的效果［34］。
案例 1 : 八道壕镇冮台村兽医刘某( 他是镇中唯一通过兽医资格考试的兽医) 说:

“现在疫苗做得不好，鸡根本养不了。疫苗做得不好，加上防疫时间不合理，注射

方式不当，都会影响疫苗效果。”
案例 2 : 黑山县兽医店兽医杨某( 兽医中专毕业，也为黑山县选拔的技术推广人才，负责在

乡间推广家禽养殖技术与知识) 说:

“就管理水平而言，年轻人疫苗全做。40 ～ 50 岁的人接受新事物慢，疫苗不做，这

就使得大环境不统一。通常一个兽医会控制很多养殖户的免疫程序。不同的兽医有

不同的免疫程 序。有 的 养 殖 户 先 做 苗，有 的 晚 做 苗。疫 苗 时 间 的 不 当 很 可 能 激 发 病

毒。在免疫程序上，养殖户之间非常混乱，无法统一防疫，这导致整个养殖环境很差。”
就国家免费发放的高致病禽流感疫苗而言，调查发现，很多养殖户觉得国家发放的疫苗不

好使，他们宁愿花高价钱购买国外进口的，或者国内生产的连苗，也不使用这些免费的疫苗。究

其原因，不排除村防疫员不适当保存疫苗导致疫苗失效以及养殖户注射方式不当等原因，然而，

关键在于采用疫苗的时间以及疫苗有效的使用时间没有真正与养殖户的养殖时间和养殖密度

等实际情况相吻合［35］。华南农业大学廖明教授指出，“2004—2010 年全国禽流感发生数以及

扑杀家禽数量都在不断下降，这表明我国禽流感防疫的总体形势是好的。采取全国强制免疫政

策以后，取得了明显成绩。但需要注意的是，从 2004 年开始强制免疫到现在，禽流感的地方流

行特征逐步明显，说明这不是一个突发性疫病，而是一个常在疫病。……部分免疫禽群出现免

疫效果不稳定，发生非典型禽流感和隐性带毒、排毒。”［36］

调查中还发现，就疫情病毒而言，新型病毒多且呈混合型感染特征。目前鸡除了易发常发

性疾病，如大肠杆菌、呼吸道、白痢、新成疫之外，还出现了病毒性疾病，这使得很多鸡病很难根

治［37］。为了应对病毒性疾病，兽医们的普遍做法是: 鼓励养殖户买中成药，自行对家禽进行日

常保健和预防; 然而，一旦鸡得病，便建议养殖户采取“综合疗法”，即中西抗毒性药同时使用，

甚至为加强疗效，会使用针对人体的抗生素和消炎药。在乡村兽医市场中，普遍存在两种类型

的兽医: 一种类型的兽医，属“硬”派，惯用“快、猛、狠”手法，习惯于在短时间内用超剂量的药把

鸡病治好; 另一种类型的兽医，属“软”派，惯于采用温和的保守疗法，用药均匀，在较长时间内

将鸡病治好。前一种类型大多是年轻的，受过一定正规兽医训练的兽医，后一种类型的兽医大

多年龄较大，没有受过正规兽医训练，为依靠自身经验积累而成长起来的老兽医。通常，“硬”
派兽医，多因能在短时间控制疾病，不影响养殖利润而受到养殖户的普遍欢迎。从防疫长效来

看，“快、猛、狠”疗法很容易引发鸡体免疫力的下降，而“软”派兽医的保守疗法，尽管耗时却更

有利于鸡体的健康。
养殖户普遍反映“看鸡病难”，一旦鸡发病，不知道该如何就医。他们的通常做法为“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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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错法”，一旦谁家的鸡病采用哪位兽医的药方治好后，就会被其他养殖户纷纷仿效; 如果此

方不灵，养殖户就会尝试其他的药方，直到鸡病治愈为止。养殖户普遍反映，乡村的兽医市场亟

需规范。他们无法确切知道兽药的价格，即便他们花高价请兽医治病，都无法让兽医确保能真

正把鸡病治好。
案例 1 : 镇安乡山东村大养殖户说:

“现在必须规范兽医市场。我们根本不知道一颗兽药与两颗兽药的区别。兽药的

价格也不知道。当鸡生病时，不知道该相信谁。”
案例 2 : 黑山县动物疫情监督局工作人员说:

“确实应该规范兽药市场。首先要规范药厂。一般而言，只有含量不同的药，没有

不好使的药。同样，抗病毒的药，银翘含量替代，不同药厂的药质量参差不齐。一般是

药店主导的，老百姓听药店的。”

四、乡村碎片化风险管理体系的问题与挑战

乡村这种混杂性的规训设置，充分反映了当国家机器的权力末梢伸进乡村社会时，国家疫

情规训知识遭到了乡村地方性知识的“反抗”。在福柯看来，知识是权力产生的源泉，话语是权

力表达和实现的手段，同时，权力对知识又具有反作用。“知识”包含两层含义: 一是人们对事

物的理解，是重要的生存手段。它类似于人类学的“地方性知识”，是一种主体认知体系，而非

权力实践的工具; 二是界定何为真实的真理性断言，是那些被认为与事实最为接近、最能证明事

实的知识形式，即真理。一旦某种知识形式被确定为真理，就会不加怀疑地成为判断事物的依

据，因此它与权力密切相关［38］。整个疫情风险管理机制秉承福柯的生物规训权力得以建立，然

而福柯的生物规训权力基于城市的经验，即有着明确的边界，便于对人与事的掌控和管理，但是

一旦触及到乡村社会，由于无法掌握清晰的边界，加之，人员分散在广阔的空间中，导致福柯的

生物规训权力难以发挥有效作用。因此，当国家规训权力渗透到乡村社会时，无疑遭遇到了整

个乡村社会的抵抗。
这种抵抗在散养户的养殖实践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散养户采用传统的方式饲养家禽，供自

家食用，不追求盈利。家禽不仅可以随意在庭院和村落里走动、觅食，而且喂养的都是农户自家

产的玉米、高粱等饲料。散养户从不给家禽饲喂任何药品，并千方百计逃避和反对春秋两季的

重点防疫。在他们看来，他们饲养的家禽是健康的，不会感染和传播禽流感疫情，因而不需要注

射疫苗。而一旦注射了疫苗，就意味着禽肉不再健康，无法食用。正如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
一书中论述的，农民通常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采取相对弱势群体的日常武器

来抵抗具有强制力的国家机器，以避免直接地、象征地与权威对抗［39］。有趣的是，调查表明，小

规模养殖户家庭消费也是这种以放养方式，不饲喂任何含有常规兽药、抗生素和饲料添加剂的

“土鸡”。为了维持生计，他们必须按照国家的要求，采用国家的疫苗，制定免疫程序，这样才能

拿到养殖许可证。可是在他们的心目中，他们同散养户一样，认定唯有以放养、不饲喂任何含有

常规兽药、抗生素和饲料添加剂的养殖方式饲养的家禽才是健康的。
本次调查所及的村都是曾经在 2006 年爆发过禽流感疫情的村庄，疫情的爆发在一定程度

改变了村民卫生防疫习惯，在村庄内生成了新的意义系统。养殖户茶余饭后以及利用 QQ 沟通

防疫知识，养殖户之间不相互串门以避免感染以及乡镇兽医门诊“雨后春笋”般增多等。可以

说，围绕着 家 禽 养 殖 业 ( 通 常 一 村 一 业) ，乡 村 产 生 了 从 进 雏、进 饲 料、给 鸡 看 病、“捣 蛋”( 卖

蛋) 、销售下架鸡到出售鸡粪等各个环节都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这标志着乡间新的社会秩序

的生成和地方性知识的建立。国家机器企图通过村防疫员作为生物权力末梢对养殖户实施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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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以及地方动检防疫部门对下架鸡实现检疫的方式建立整个乡间疫情风险管理机制。然而，这

种碎片化风险管理机制不合时宜，无法监管到从进雏到鸡粪出售等各个环节，因为每个环节都

可能潜伏着疫情爆发的隐患，如图 1 所示。更遑论对大量散养户的疫情监管。

图 1 黑山县村屯庭院养鸡业的监管图

疫情的碎片化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浓缩了在后殖民主义时代，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何在西方话

语主导的全球化时代谋求现代性发展的困境和问题。正因为中国的半殖民化历史，中国缺乏足

够的殖民意识，导致自五四运动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中国在文化和意识上已经殖民

化［40］。由此可见，中国的现代化走到今天，科学、民主已经深入人心; 城市、工业和公民成为文

明、先进和富裕的化身; 农村、农业和农民成为愚昧、落后、贫穷的代名词; 国家自上而下地不顾

本土文化，灌输和移植性地输入西方的理念和实践等都预示着中国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

误区。禽流感疫情的反复爆发便是一个最好的案例。小规模养殖方式存在的困境充分体现了

前现代、现代“混杂性”养殖文化的冲突和矛盾，以及这种不嵌入地方知识，自上而下实行的“灌

输式”发展的弊端。“任何一项国家项目，如果不与本土知识相结合，就会遭受失败。”［41］

首先，注重利润的商业养殖文化与重视和谐、健康的传统养殖文化相冲突。传统养殖文化

是一种自然养殖方式，注重家禽与周边环境，甚至细菌与宿主的和谐相处和进化。“在自然的季

节里，用自然的方法孵化，在卫生方面，很少考虑住房、鸡舍和土壤。”［33］唯效率和利润至上的商

业性养殖文化追求产蛋量和肉鸡的生长速度，而不是鸡体的健康以及家禽与周边环境的和谐共

处。人工营造的环境以及大量化学药品的使用有悖于鸡体的健康生长，打破了细菌与宿主的和

平相处，乃至人、家禽与自然的和谐，导致了病毒的交叉感染与更新换代。“在最适度的科学饲

养和环境下生长的商业化的母鸡比不追求有效和鸡肉产量环境生长的鸡具有更高的致死率和

高的疾病的敏感性。”［42］这就需要配备掌握现代养殖知识和防疫知识的专业技术人员，由他们

对养殖过程进行科学检测和管理。然而，相对于占主导的小规模养殖户而言，他们既缺乏资金

建立现代化的人工养殖场，也无法聘用专业技术人员，甚至严格规训的现代养殖方法与他们散

漫、自由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
其次，就整个生产过程来说，同其他工业化作业一样，现代养殖文化要求对每个生产环节实

施严格的技术化监控和管理，然而这与整个自给自足、自成一统的乡村经济体系不相协调。目

前中国乡村社会存在两条生产体系: 一条用于供应当地市场，满足当地居民需要的家庭生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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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另一条用于供应外地市场，采用集约化方式生产的工业化生产体系［43］。就调查所及的辽宁

黑山县的养殖业而言，基本上是“一村一业”，从进雏到购买饲料，出售鸡蛋，到鸡的下架，都已

经形成了供应外地市场的“准”工业化体系，如图一所示。尽管，县动物检疫部门要求对雏鸡和

下架的鸡实行检疫制度，但是很难对每一个环节实施严格统一的管理，只能实行碎片化的管理。

五、农村风险管理体系的重构与突发性事件的应对

如何应对这种不可视的、推测性风险? 首先，改变禽流感防疫的理念与思路，实现从疫情防

疫到日常 防 疫 的 转 变，“禽 流 感 的 防 范 由 病 情 的 防 范 变 为 常 态 的 防 范，防 疫 工 作 还 比 较 艰

巨”［36］。这需要建立新的政治认识论。Aaltola 用疾病预测的政治来论述禽流感风险: 禽流感建

立在对最坏的推测结果的方案上，即假定疾病可能突变，从而引发更为可怕的人际传染。因此，

针对风险的管控，国家甚至国际级的准备应建立在这样一个假定上: 疾病可能突变为一种更危

险的形式［21］。基于此，Aaltola 提出现代社会应建立一种“预测性”的风险管理机制，强调对最坏

的风险进行防范和应对［21］。
从认识论高度来看，这种新的政治认识论不同于逻辑—经验主义的政治认识论，不能简单

地依赖理性和理智的标准予以指导［44］，而要重视风险话语的力量和思想的推测 性 的 重 要 性。

福柯研究了具体知识转变为抽象的理性知识的过程，即“社会规则的无意识的形成”［45］，这是

因为“话语的权 力 和 思 想 的 推 测 性 传 统 通 常 使 我 们 相 信 在 叙 述 和 有 关 经 验 事 实 之 间 建 立 联

系”［21］。在风险认识上，已有学者提出了疾病推测政治的主要策略在于建构政治愿景，即能够

创造为政治社区和政治沟通所必须的政治意象［46］①，其首要功能在于预想一个更加有弹性的全

球社区，从而为全球提供安全，并根据准备的概念进行相应改革［21］。而 Aaltola 正是基于这种新

的政治认识论，提出了构建政治愿景的设想。这种政治愿景的设想尤其凸显了在整个中国社

会，特别是乡村社会生成或建构一种重视日常防疫、日常反思( 包括反思禽业发展) 的意义体系

和新的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
关于风险的新认识论，如何转化为日常实践的规则呢? 有两种路径可供借鉴: 福柯采用的

“权力—知识—自我 连 结”的 路 径 框 架 和 Aaltola 采 用 的 政 治—身 体 的 视 角。福 柯 从 考 古 学 角

度，论证了话语形成关于社会现实的看法和感觉，正是话语将权力和知识联系在一起②。他进一

步基于对当地知识的“重新激活”的系谱学方法，反对知识的科学等级化和权力的内在效应。福

柯并不是宣称这些科学知识是虚假的，或否认医学的治疗价值。他认为，来源于科学的知识宣

称旨在边缘化其他认知方式，而这些认知方式曾经被证明是有效的，如果它们被允许重新运用

的话，将会在当代社会批判中找到“一席之地”。他采用不同的方式来指涉这些知识，如被征服

的、取消资格的、本土的和低层次的知识等。对这些边缘化知识的提倡，福柯旨在促进广泛的话

语资源的传播，从而使个体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他们自身，并潜在地使他们从科学和合法的知

识中解放出来。
Aaltola 的论证与福柯有相似之处，他认为政治—身体的视角来源于身体感觉和权力结构的

关联，权力结构通过权力“敏感的情绪特征”( 各种政治实体在面对流行疾病的侵袭时，通常会

表现出苦难、恐慌以及同仇敌忾等情绪性反应) 来传达，“这个框架不得不从这些重视知识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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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推测性政治的推测性语言的使用不是基于科学的经验事实的求证，而是基于现实世界的非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其主

要的功能不是认识，而是建构事实，政治概念的使用不是对一个政治实体的描述工具，而是创造政治实体的工具。
不同于 Aaltola 主要从政治实体，如社会、社区、帝国、国家等层面定义权力，福柯认为这些只是“权力会最终采取的形

式”，他倾向于从权力关系角度来定义权力，指出权力关系就是一个人指导另一个人的行为或为他人指明可能行动的领域，当

然这意味着这个人不能决定或强迫他人采取行动。因此，在福柯看来，权力不是压迫性的，而是生产性的。



体方面的模型中获得理论和方法论的支持”［21］。因此，Aaltola 更重视探讨身体的受难、痛苦和

死亡这些表达性语言如何影响各种权力实体构建世界的方式。在 Aaltola 看来，身体的受难、痛

苦和死亡主要有两种维度: 首先，身体的受难是疾病和不同形式的政治暴力的高度形象和可读

的部分，疾病通常等同于最极端的政治暴力，即战争; 第二，政治实体如社会、社区、帝国、国家和

人类，等等这些都被视为苦难的主体，政治敌人被当作疾病对待，疾病被看作政治敌人。流行疾

病的个案经常激发了对文明打击的想象，身体和政治的化身被视为苦难，而这些苦难的表达性

语言之间相互关联。
福柯和 Aaltola 两人都重视身体的主动性，都认为身体是自我反思和自我管理的主体。的

确，从风险角度来看，身体是疾病伤害的受动者，也是惧怕身体伤害的主动者。疾病风险差别性

扩散，意味着疾病负担的不平等，因为它同财富和权力的不公平分配紧密相联，因此，世界的秩

序转变为不同身体的建构。这就引发了身体紧张、焦虑、恐慌以及社会表达，它们会表现为与疾

病相关的仪式化行为，这是因为人们以具体化的方式感知周边环境和生活世界。正是风险决定

着人的敏感性，谈( 流行疾) 病色变自有深意，“……实际和畏惧的政治苦痛可能成为躯体化，并

使得政治—身体建构成为可能，就像可能去讨论身心治疗和社会躯体的混乱一样”，因此，“流

行的恐惧被视为政治—身体的混乱，将个体层面的紧张、恐惧同全球权力的流通和全球以及当

地政体的合法性生产相联系”［21］。总之，福柯与 Aaltola 都以身体为中介或载体，论述了权力和

知识相互生成关系。他们笔下的主体既是饱受疾病摧残的被动、臣服、委曲求全的主体，即“驯

服的身体”，又是积极摆脱疾病折磨的主动、抗争、寻求安康与自由的“建构的主体”。权力也正

是主体积极建构而客观化的产物，并确保主体脱离疾病的受动性而合法化。
关于风险的新认识论及身体乃风险主体的观念，可以应用在禽流感预测性风险的规训体制

的重构反思中。首先，应有一个明确的战略观。面对具有“深度不确定性”［47］的疫情风险，必

须打破禽流感防控过于应急的做法。“集中处理极端事件和优先处理极端事件，甚至以此作为

机会在风险管理里得出教训，可能会误导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力和滥用处理突发事件的资源。这

导致风险政治的形成受定势影响，风险管理的重点被用来集中到异常风险和参与到极端危险

中”［19］。因此，必须对风险有一个客观的认识态度，认识到风险无法被彻底消灭，真正的应对

是须有一个“预测”性的准备战略。特别在不断 反 思 禽 业 发 展 中，做 好 日 常 每 个 环 节 的 防 疫。
这种权力—知识的建构，既包括从地方到国家的各级监督防控权力体系的重构，也包括相关知

识的发展创新与各种类型专业人员的配置以及各种主体的积极参与建构。更须重视乡间新的

意义体系和地方性知识对养殖主体的规训和建构等，以上这些都属预测性风险的战略准备。
其次，就疫情防控的战略准备而言，需强调国家的建构作用。在完善各级监督防控权力体

系上，特别需要加强国家的建构。为了应对“预测性”风险，国家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不仅运

用科学知识控制疫情，而且在于整合民众感知世界的知识，从而建构政治愿景。Tuan 认为，人

类的活动被导向为构建物质和概念技术，以确保人类的存在能够摆脱混沌，“在某种意义上，每

种人类有关精神的和物质的建构都是恐惧景象的组成部分，因为其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控制混

乱”［48］。此外，就知识体系的队伍建设来说，要完善相关科研部门的专业人员队伍建设，特别是

发挥各级专家的作用。有效的预测性的风险战略准备，要将人、家禽纳入到临床知识的诊断和

监管中来，对其的临床表现进行观察和记录，从而建立起配备流行病学、医学、兽医以及各种本

土知识等相关专业人员的队伍。针对基层( 村) 防疫员资质差且职业观念淡漠的问题，要重视

规范村防疫员的培养与选拨工作，加强对养殖户的防疫知识和技术的培训，建立全国统一的疫

情规范及技术防控的制度安排。
最后，更为重要的是，重视民众作为风险规训主体的地位。使现代国家的权力合法化来源

包括确保民众的身体摆脱疾病的折磨。“一个国家的胜衰和民族的兴替，全看国民的强弱，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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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强弱，又全 看 注 意 健 康 与 否。可 知 没 有 健 全 的 国 民，便 没 有 健 全 的 民 族，便 没 有 健 全 的 国

家。”［49］在对政治愿景的构建中，民众不仅仅是被规训的身体( 以社会化的方式能够把疫情防控

知识化为日常的生活实践) ，更是风险沟通的积极参与者，是共同体共识领域的建构者，因而，风

险的治理也须整合民众感知世界的知识。共享的记忆知识及其信念能够导致一个达成共识的

说服性公共领域的存在，这是治理的必不可少的方式［21，50－51］。
这就要求打破已有的从上至下生产知识的形式，正如后殖民主义理论所批判的，知识的生

产也来自于自下而上［52］。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相互作用，国家层面的知识被引入到地

方的空间中，从而产生国家知识的地方化。具体而言，研究乡村，从下至上地生成知识，从而改

革或改写国家知识。任何国家知识“下乡”之前，必须深入了解乡村的需要和文化实践，包括乡

村的风险意识和风险认知，以便嵌入到乡村建设实践中。国家代理人同熟悉乡村社会的领导人

或精英一起工作; 邀请乡村领导人到乡镇中心，讲述乡村经验，并对他们进行各种文化的训练，

而不是仅仅局限于经济和国家知识。其次，将这种“改写”后能够契合乡村实践的国家知识，采

取不同的教育形式，普及到乡村，充分做到疫情知识的“下乡”。如利用各种媒体进行疫苗、疫

情防控等知识的普及和教育; 在乡村中小学中，对学生进行日常防控疫情和流感等教育等。总

之，通过在国家知识与乡村知识之间进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互动，才能最终打破已有的国

家知识“灌输式”的发展误区，也才能最终建立起有效的预测性禽流感疫情的风险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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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asants' Behavior Logic in the Process of Ｒural Public Service: Discussion on the Forward
Path of Ｒural Grassroots Democracy Systems
ZHAI Junliang，WU Chunmei

The fit between rural grassroots democracy systems and peasants' behavior logic is conduciv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grassroots democracy and promotes rural governance quality． The data of 285 vil-
lagers were analyzed to examine the mechanism between grassroots democratic system and peasants' be-
havior logic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public interest and participato-
ry effect had direct positive effects on peasants' participation，while private interest and citizenship
awareness and its realization had indirect positive effects． Peasants' effective participation indicates an
organic combination of embedded construction of the grassroots democratic system and peasants' behav-
ior logic． To promote peasants' participation，public interest should be enhanced as the foundation，
peasants' citizenship awareness should be cultivated as the continued momentum，and participatory
effect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s the key．

Ｒisk Narrative of Emergent Ev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Ｒisk Society: Metaphor，Hidden
Danger and Ｒesponse: Based on the Case of Avian Flu
ZHENG Honge，WU Jin，LI Xiaoyun

Bird flu event has provided a good example for reflecting on the existing risk management system
and a better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the outbreak of emergent events in the rural areas． The unique
nature of avian influenza outbreak———frequent epidemic changes and avian － to － human transmission
threats———has challenged our previous assumptions on the existing risk management system and upset
the propositions on the visibility of the risks under the epidemiology framework． In the modern construc-
tion cognition of the epidemic，the epidemic is linked with poverty and backward oriental culture and
tinted with a hue of Chinese metaphor． It provides a typical case which reflects under the Western hege-
monic discourse how the pure inculcation of national knowledge is accomplished through top － down
schema． The existing risk management practices ignore the daily routine preparation for and reflection
on predictive risk，unable to cope with the vicious circle outbreak of bird flu．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the top－down‘indoctrination’type of development has led to the resistance to the biological disciplina-
ry power setting from the local knowledge and the fragmentation status of rural risk management． There-
fore，based on predictive risk response strategy，we should rebuild epidemic risk management mecha-
nism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of the local knowledge from bottom to top and the national knowledge from
top to bottom．

‘Embeddedness’: A New Perspective of Ｒesettlement Social System Ｒeconstruction Based on
W Hydro－Junction Project in Jiangxi Province as a Case
CHEN Shaojun，TIAN Peng

As a worldwide issue，the social system reconstruction for involuntary resettlement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resettlement sociological pursu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embeddedness’，the re－build-
ing of resettlement social system is reflected as a dynamic process from‘disembedding’to‘embedded-
ness’and the variant resettlement models lead to different procedures． Taking W Hydro－Junction Pro-
ject in Jiangxi Province as a case，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whole process from‘disembedding’ to
‘embeddedness’of both household social network and village network as well as the practical logic of
social network reconfiguration and its dilemma． Firstly，the practical forms of changes in household so-
cial network is diversified，including the fracture of livelihood network and the‘continuation within
fracture’of geo network． Meanwhile，the practical forms of changes in village social network is mani-
fested as resettlement community localization management pattern resulting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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